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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 

话语权构建：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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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后巴黎时代”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各国（集团）围绕

《巴黎协定》中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核心目标展开的激烈博弈将引

发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重新分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认识和把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制度性、

科学性和道义性三个维度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实现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

重大转变，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气候机制和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国构

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

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系塑造相应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

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他国示范和

援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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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巴黎时代”即《巴黎协定》签署生效所开启的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由此全

球气候治理的模式、领导权、话语权、治理格局都面临着深刻变化。在“后巴黎时代”，

中国肩负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担当着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的大国责任，因此必须实现从积极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角色

转变。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既是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

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目标的重大实践，也是构建中国国际

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构建“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内涵

在“后巴黎时代”，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是指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中，中

国从维护本国发展利益出发，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以中国特色语言所表述的话语体

系塑造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领导创设国际气候谈判议题、国际气候机制及其主要原则

的能力，增强提供科学技术数据支撑的能力以及向其他国家提供示范和国际援助的能

力，可解构为制度性话语权、科学性话语权和道义性话语权。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是

形成一份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并付诸行动，以在 21 世纪末将全球平

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之上 2℃以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 1.5℃以内。1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国在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重要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安排中，

由其拥有的影响力而带来的话语权”，2 这种国际制度包括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

前者主要体现为国际组织规定和明示的国际协议，后者则通常表现为具有约束性的习

惯做法或共识。3 制度性话语权蕴含了两种权力向度：制度性权力与话语权，话语权以

制度性权力为保障并以制度化形式予以强化，能够对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改革乃至重构

产生影响。

当前，大国竞争往往呈现为对国际制度的竞争，根据自身利益诉求修订甚至重构

国际制度以获得竞争优势。大国责任担当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抱负要求中国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现由积极参与者向积极引领者的角色转变，推动国际气候机制构

1 Fred Krupp, Nathaniel Keohane, Eric Pooley, “Less Than Zero: Can Carbon-Removal Technologies 

Curb Climate Change ?”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2, March/April, 2019, p.144.

2 张志洲：《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几大基础性理论问题》，《学习时报》2017 年 2 月 27 日，第 A2 版。

3 张志洲：《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国际话语权》，《人民日报》2017 年 2 月 17 日，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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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向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中国必须拥有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正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体现

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制度性权力明显获得提升。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

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身份已经经历了从被动参

与者到积极参与者再到积极引领者的巨大转变。对于中国的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认为，《巴黎协定》生效证明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

战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1 在 2018 年底的卡托维

兹大会上，中国与各谈判集团和主要缔约方积极交流磋商，在实施细则相关的重点、

难点和焦点问题上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协调各方，消弭最后关头的分歧。

中国因此获赞对本届大会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中方代表一直是对话中的关键谈判者，

展示了灵活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是达成共识的关键人物”。2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兴起与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政治化密切相关。对全球气候治理而言，

科学认知、经济利益和政治意愿是制约国家（集团）在国际合作中立场选择的最主要

因素。在三者相互关系中，经济利益是核心目标，科学认知是技术性前提，政治意愿

是主观动力。由于在形成政治意愿的过程中必须“统观全局，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制

定对外政策，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不同意见，如哪些形势判断最为合理，存在着哪

些可能性，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导致哪些结果，哪种价值可以用作判断各种备选方案优

劣顺序的标准”3，发达国家决策者往往会选择性地利用其掌握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数据，

甚至歪曲事实，争夺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以便确定对其有利的政策选择。

以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五次评估报告作者人数为例，尽管中国作者的

数量明显增加（分别为 9 名、11 名、19 名、28 名和 48 名），但依然无法避免发达

国家凭借其科学评估中的话语权优势，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片面使用报告中对其有利的

1 刘石磊：《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巴黎协定〉生效意义及中国贡献》，新华网，2016 年 11 月 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04/c_1119854049.htm，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5 日。

2 《联合国气候峰会通过巴黎协定实施细则 中国代表团贡献智慧》，观察者网，2018 年 12 月 16 日，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2_16_483462.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5 日。

3 [ 美 ] 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594—5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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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结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压。1

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研究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成因、潜在的生态、经济和社

会影响以及可供选择的对策等客观信息。为了在气候谈判中获得主动地位，主要国家（集

团）均已建立气候变化研究体系，投入巨大资源开展与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科学研究、

理论创新与技术革新，以在全球气候博弈中获得科技优势并确立科学性话语权优势。

然而，由于温室气体减排之争实质是未来发展空间之争，气候变化科学的客观性和中

立性正在被政治因素不断侵蚀和异化。IPCC 建立的初衷是由各国政府的相关科研机构

共同参与，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主要科学依据，但纵观其发展历程和发布的历次

评估报告可以发现，西方国家为控制气候谈判进程与走向，一直意图主导评估报告的

核心内容与主要结论，以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政治意志。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在减缓与适应的优先顺序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分歧问题、资金和技术

的提供问题上存在激烈斗争，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发达国家掌握了关键的科学数据和技

术从而占据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优势。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道义性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道义呈现为正相关关系，即遵循国际道义能提升国际话语权，

违反国际道义会削弱国际话语权。2 道义会对国家力量产生作用，即遵循或违反国际道

义原则能提高或削弱国家权力合法性。3 根据理性主义的假设，国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行为体，因此其行为过程也具有选择性。在选择过程中，伦理因素如人类同情心、

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等也会成为国家不得不考虑的内容。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克服

奥尔森所描绘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即通过集体行动来取代个体行动，达到个体通

过参与集体行动的收益大于单方行动的收益，最终实现国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由于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经济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在全

球气候治理中所采取的立场也不尽而同。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进程逐渐形成的气

候伦理，包括全人类共同利益、公平正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就成为约束

1 邹骥、腾飞、傅莎：《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经济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对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

三工作组报告的评述》，《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4 年第 5 期，第 321 页。

2 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当代亚太》

2019 年第 2 期，第 107 页。

3 张春海、张帆：《道义现实主义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 年 11 月 27 日，

http://www.cssn.cn/zf/zf_dh/201511/t20151127_2716711.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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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政策选择的道义标准。

全球气候治理实践证明，道义性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大小没有必然关系。美国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之初，曾积极领导和推动达成了公约目标、基本原则和

各方承诺，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 但随着美国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

黎协定》，其道义性话语权遭到极大削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美国退出《巴黎

协定“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对于美国、美国人的利益和

地球的未来，特朗普的决定都是个错误。2 中国自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以来，坚持在温室

气体减排问题上必须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群体

利益，道义性话语权不断提升。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表态“愿与有关各

方共同努力，共同维护《巴黎协定》成果，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3 体

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道义形象。即便如此，中国的道义性话语权提升仍因巨大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与之相比，小

岛国国力普遍弱小，但因其典型的气候脆弱性和敏感性特征，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获

得了较强的道义性话语权。小岛国主要是凭借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本身所蕴含的国际道

义来进行政治动员，通过与和自己政治立场相近的国家结盟、宣传自己的危难处境来

博取某些国家的同情、参与国际新规则制定等方式来积极提升道义性话语权。4

二、“后巴黎时代”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挑战

国际气候博弈的实质是话语权和国际合法性之争，谁的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谁

就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占据有利位置。5 当前发达国家占据了话语主导权，即便是不发达

国家也因本身的气候脆弱性而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中国在行使话语权时更多使用的是

发达国家提出的理论与概念，经常面临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

1 张晓华、祁悦：《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进程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碳交易网，2015 年 11 月 23 日，

http://www.tanjiaoyi.com/article-13989-5.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7 日。

2 《美国无视减排承诺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方表态亮了》，央视网，2017 年 6 月 2 日，http://

news.cctv.com/2017/06/02/ARTIGP2Y5HtJiLf3Ihxv6cmW170602.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7 日。

3 《美国无视减排承诺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方表态亮了》，央视网，2017 年 6 月 2 日，http://

news.cctv.com/2017/06/02/ARTIGP2Y5HtJiLf3Ihxv6cmW170602.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7 日。

4 Carola Betzold, “ ‘Borrowing’ Power to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OSIS in the Climate 

Change Regime, 1990-1997,” Politics, Vol.30, No.3, 2010, pp.131-140.

5 Wang Weinan, “On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on Climate Change,”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August, 2010, pp.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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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挑战

制度性话语权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权力分配。当前西方国家之所以

能掌握国际话语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凭借其国际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和

非对称性权力，领导创建了现行的主要国际制度体系，主导了议题设置、运行规则和

话语传播，从而构建了西方话语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话语秩序。1 制度特征及其产生的

影响力是制度性话语权的核心内容，因此一国要获得制度性话语权就必须具备制定国

际制度的相应能力和经验，才能构建将自身利益偏好转化为国际共同偏好的国际制度。

全球气候治理是通过复杂的国际博弈来达成能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国际

气候制度，从而实现国际气候合作的动态过程。各国责任承担的公平性是国际气候谈

判的核心问题，责任分担越公平，其对合作的态度就越积极。2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经历了从美欧主导到欧

盟主导再到中国与欧盟共同推动的治理模式变换，中国的参与身份也发生了从被动的

参与者到积极的参与者再到积极的引领者的角色转换。首先，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

的谈判立场体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双重特征：与发达国家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和发达国家必须接受强制减排指标并率先减排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转变为与

美国共同构建以“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

成为推动《巴黎协定》签署的“双引擎”。其次，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认知已

经发生了从道德责任到政治责任再到法律责任的巨大升华。3 这既反映了中国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发达国家积极性示范效应和日益高涨的国民生态意识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

治理的影响，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要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抱负和树立负责

任大国形象，就必须要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因此，在“后巴黎时代”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权力分配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国际制度制定能力和培养

相关经验，提出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实现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避免重蹈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覆辙，已成为中国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必须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1 王明国：《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当代世界》2017 年第 2 期，第 60—61 页。

2 张海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连续性与变化及其原因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年第 10 期，第 42—43 页。

3 郇庆治：《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参与及其演进：一种理论解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7 年第 4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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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科学性话语权的挑战

气候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是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科学保障。气候科学研究

越接近真理，就越能超越政治的控制与监管，从而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气候谈判的实质是政治谈判，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出背后的政治利益博弈。各国在

气候谈判中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及数据支撑必然体现其自身优势和利益诉求。换言之，“碳

政治”是为了构建能发挥政治功能的科学话语体系，基于政治目的对科学研究得出的

结论做出选择与评估。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中重视“减缓”而非“适应”，就是因其

自身拥有两个优势：一是地理位置普遍相对优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非迫在眉睫；

二是拥有低碳环保技术，推行强制温室气体减排可以压缩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空间及提

升其发展成本。

全球气候谈判的依据是气候科学相关研究。加强气候科研工作、获取科研数据资料、

建立和完善气候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从以

前的气候谈判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竞争话语权主要是凭借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道义立

场，这也使中国在使用发达国家提供的气候理论与数据时很容易陷入其“话语陷阱”。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曾有发达国家借助其研究成果，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的

问题，对自己的问题却刻意回避。当中国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后，发现对方

的研究根本经不起推敲。1 全球气候谈判不仅需要制定科学目标，而且需要制定具有可

操作性的路线图和有针对性的风险处置预案，这一切都需要气候科学研究提供真实可

靠的科学数据与理论。在复杂的气候博弈中，如果国家不掌握气候科学话语权，只依

靠他国提供的话语体系，很难为自己提出的方案与建议提供有力的支持，甚至面临走

入掌握话语权国家的逻辑陷阱的风险。为此，中国必须加强对全球气候变化层面、发

展中国家群体层面和中国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工作，掌握足够的科学数据，

创新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且“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2 构建体现中国智

慧的特色话语体系，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中国方案。

（三）构建道义性话语权的挑战

国际道义是构建国际话语权时必须考量的因素。符合国际道义的国际形象可以产

生国际社会易于认同的感召力，吸引他国做出效仿行为。国际道义虽然不能产生强制

1 杨骏、黄堃：《气候科研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话语权”重要依据》，中国政府网，2009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gov.cn/jrzg/2009-12/17/content_1489627.htm，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2 张志洲：《加强国际政治话语权研究》，《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11 日，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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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负面的世界舆论会让国家承受国际道义

压力并削弱其对他国的影响。汉斯·摩根索认为：“世界舆论显然是一种超越国界，

团结不同国家的成员至少在某些基本的国际问题上形成共识的舆论。……只要任何一

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某种政策或在国际上采取某种违背公意的行动，人类就会无分国籍

起来反对，至少也要通过自发的制裁把自己的意志加诸于这个抗拒的政府。于是那个

政府就会发觉自己同违反本国社会或其中一小部分的习俗的个人或集团处于差不多的

境地。社会或者迫使它们遵守它的准则，或者因其不遵守而把他们孤立起来。”1 国际

道义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遵守普遍国际规范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实现全球利

益的成本分摊问题。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将更倾向于获取更大的双赢结局——

以能够带来更大的总体收益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即使其直接收益可能会有所损失。

当他国收益时，它们也将从中收益。共享的利益将因此进一步扩大。”2

“中国 +77 国集团”与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南北博弈是国际气候合作中最重要的

一对博弈关系，二者曾长期为历史责任、减缓与适应、资金和技术展开激烈斗争。作

为 77 国集团代言人，中国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经济

体量的增大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中国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

道义压力。实际上，中国的人均排放总量一直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一直积极致力于

低碳经济转型和提高非化石能源增速。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一方面向世界展现了

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接受世界监督的道义标准。中国是最早提交

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发展中大国之一，明确提出 2030 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30 年非

化石能源占比达到 20% 左右、203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60%—65%、2030

年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45 亿立方米以及气候适应能力建设等五大关键指标。中

国提交方案诠释了这样一种国际道义准则：“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所有

成员各尽所能、携手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少一点推诿塞责，多一点真诚担当，少一

点零和博弈，多一点务实合作”。3 这种国际道义准则也成为国际社会评判中国在应对

气候变化领域的道义形象的参考标准，因为“没有中国的帮助，其他国家根本无法解

1 [ 美 ]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第 335 页。

2 [ 美 ]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2006 年，第 122 页。

3 钟声：《“国家自主贡献”彰显中国担当》，《人民日报》2015 年 7 月 2 日，第 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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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气候变化”。1

三、“后巴黎时代”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制度性话语权、科学性话语权和道义性话语权共同构成话语权的主要内涵，但三

者之间制约机制极其复杂，在不同的情势下所起作用并不等同，在适用对象不同时作

用也有所区别。

（一）构建中国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机制、规则、议题设置能力

面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真空状态”，中国应加强

领导创设国际气候制度和博弈规则的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会议的气候议题设置能力，

根据中国自身的能力水平向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技术、人员及能力建设服务等国际公

共产品，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并

不意味着中国独自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角色，而是积极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

领导机制：其一是构建《巴黎协定》内的集体领导机制，即中国与《巴黎协定》的主

要批准国家（集团）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推进落实其各项规定，消除减排力度、

气候资金和履约机制的非强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其二是构建《巴黎协定》外的集体

领导机制，实现其与《巴黎协定》内集体领导机制的并行发展和机制互动。赋予 G20

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机制的角色，发挥其雄厚实力与制度优势。同时，倡导构建 C5（“气

候变化五国（方）俱乐部”，包括中国、欧盟、印度、巴西和南非），取代之前的 G2

（中国与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2

创设规则的能力也是考量制度性话语权的一项重要指标。从博弈论角度而言，创

立博弈规则就限定了博弈各方的赢得或支付函数，从而也限定了博弈方的行动选择集

合。3 对气候博弈而言，各参与方在不同的规则限定下面临不同的选择空间，因此其博

弈结果也必然不同。公平的博弈规则是有效克制“搭便车”行为的制度保障。在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与各自能力原则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引领创设新

的博弈规则，既要考虑全人类共同利益诉求，也要充分考虑各国的差别利益诉求，寻

1 Jessica Chen Weiss, “A World Safe for Autocracy?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98, No.2, July/August, 2019, p.102.

2 张海滨、戴瀚程、赖华夏、王文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影响及中国的对策》，《气

候变化研究进展》2017 年第 5 期，第 444—445 页。

3 崔大鹏：《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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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国气候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更有效地促进国际气候合作。

议题设置能力可以体现一国在特定领域的话语权力，国际会议中围绕议题设置与

优先顺序也会展开竞争。影响重大的国际会议设置气候变化议题并给予其优先地位，

不但可以强化国际社会的关注程度，而且会对领导人产生舆论和道义压力，有利于协

议或共识达成。中国应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如联合国大会、APEC 峰会、G20

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将气候变化议题列为最优先议题，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

中国近年来利用主场外交优势，在多个国际会议场合设置气候变化议题，与各国深入

探讨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在双边外交中，中国也应把气候变化议

题列为必选项，在双边合作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与行动，以“中国 +”的双边

治理模式与多边治理模式形成良性互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二）构建中国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提升气候科研能力与交流

科学的宗旨是发现真理，但“科学既不外在于那些影响其他人类活动的力量，也

不对这些力量具有免疫力”。1 当前西方国家凭借气候科学话语主导权，经常对发展中

国家的合法发展空间指手画脚。因此，中国必须加强气候科研建设，努力从科学层面

赢取全球气候治理和环境外交的主动权，避免出现被别有用心的科学数据误导的困境。

中国应加强对气候变化科学规律的研究，不断在重大科学问题、攸关国家社会经济、

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外交等重大利益关切等领域的综合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在气候

变化关键的科学问题上建立权威的话语权。2 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应强化基础数

据和科学结论的获取能力，为增强科学话语权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应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气候科研合作，构建气候科研合作机制和成果共享机

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全力参与和共同贡献，气候科学研究成果不应该

成为专属物品，更不能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中国应通过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机制平台，

与世界各国共同为落实《巴黎协定》的各项实施细则提供科学理论和数据支撑，确保

实施路线图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国应加强对 IPCC 工作委员会的参与，改变其由发

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促使其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保证其评估报

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中国应建立和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气候科研合作，根据各自

国情和比较优势，对特定领域的科研技术开展有效合作，实现成果共享和优势互补，

1 [ 美 ] 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第 424 页。

2 谢文：《未雨绸缪应对气候变化》，《光明日报》2010 年 12 月 13 日，第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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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边气候合作提供有力的科学支撑与宝贵的经验借鉴。

（三）构建中国气候治理的道义性话语权：塑造和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

大国是全球气候治理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一方面源于大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

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协议生效与否和实施效果，另一方面源于大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激

励作用，其立场和行动会对他国的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国际气候合作的关键是通过有

约束力的气候减排协议，克服国家在追逐个体利益中的“搭便车”倾向，避免陷入“集

体行动的困境”。国际机制的创设与维护需要大国的领导和参与，因为“拥有一个有

力的领导国家，制度议价就可以成功”。1 反之，“如果没有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导者或

国际制度，国际合作的前景确实极其黯淡，集体行动的困境或将趋于严峻”。2

中美合作曾经是气候合作的典范，构成了推动全球气候合作的“双擎驱动模式”。

两国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政治共识与文字表述、以“国家自主减排贡

献”方式各自提出的减排目标与承诺以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4 年）与《中

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 年）产生了强烈的激励效果，直接引发了《中英气

候变化联合声明》（2014 年）、《中巴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2015 年）、《中

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 年）和《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 年）等

双边合作声明的密集出台，最终促成了《巴黎协定》顺利通过和签署。相反，美国退

出《京都议定书》并组建伞形集团的倒退行为产生了负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陆

续引发了多国选择退出，导致议定书最终名存实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虽然暂时

没有连锁反应，但其负面示范影响仍不可低估。

中国需要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统筹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

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坚持绿色低碳经济转型，优化能源结构，不断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建设基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美丽中国。在国际上，中国

应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构筑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为建设美丽世界贡献力量。中国要积极履行《巴黎

协定》下中国应负的责任，严格落实“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中承诺的各项指标，

展现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中国应倾力打造“绿色一带一路”，关注和落实沿线国家

1 Oran Young,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Formation: Manag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43,1989, pp.331-356.

2 [ 美 ]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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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保护，制定严格的环保措施并落实到合作项目的设计、实施和管理等各个环节。1

中国要坚持发展中国家一员的立场，以“中国 +77 国集团”模式协调发展中国家的立

场与行动，对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国家的利益诉求给予特殊关注。中国应通过提供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实物支持、培训交流和南南合作平台，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水平。2

四、结语

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

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日经济复苏缓慢的

情况下，全球气候治理的话语权格局面临变革与重构。面对国际社会寄予的高度期待

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使命，中国应从制度性、科学性和

道义性三个维度积极构建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加快由积极参与者

向积极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引导国际气候合作进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引领者。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建立和完善对外话

语传播体系，加强国内主流媒体对外宣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成果，邀请国外主

流媒体报道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规避对外传播中高低语境文化差异可能导

致的误读，让世界读懂“负责任的中国”。

【收稿日期：2019-08-29】

【责任编辑：张志洲】

1  丁金光：《提升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能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7 月 12 日，第 001 版。

2 彭大伟：《解振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欢迎有意愿国家参与》，中国新闻网，2014 年 12 月 9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2-09/6857059.shtml，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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